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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城镇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化的动态响应关系
 

吴  红 1，张晓玲 2 
（1.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芜湖 241002；2.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北京 100035） 

 

摘  要：为分析城镇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化的动态关系，促进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该文在构建城镇化与耕

地利用集约化动态响应关系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基于传统农区安徽省 1998—2014 年相关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 VAR）模型，检验两者之间的协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城镇化与耕地利

用集约化的互馈关系。结果表明，复种指数对城镇人口比例冲击的响应先为负向后为正向，贡献率为 14.4%；对二三产

业比例和土地城镇化则均产生负向响应，并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贡献率分别为 10.4%、15.6%。化肥投入对城镇人口

比例的冲击产生正向的响应，贡献率为 12.1%；对二三产业比例有正向和负向响应，反应强度先增加后减少，解释水平

为 1.2%；对土地城镇化产生先增加后趋于平稳的负向响应，贡献率为 22.3%。农业机械总动力对城镇人口比例的反应为

正向的先增加后趋于平稳，贡献率为 20.3%；对二三产业比例的负向响应的解释水平为 2.4%；对土地城镇化的冲击呈现

负向增加的响应，且贡献率高达 66.3%。总体来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耕地利用集约化有正向推动作用，但集约化需

要适度发展，过快的城镇化不利于可持续集约化的实现；耕地利用集约化对城镇化的影响程度相对较低，说明耕地集约

利用水平的提高仅可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城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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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已迈入快速发展轨道，并促使

土地利用在深度和广度上呈现剧烈转型[1-2]。尤其城镇化

带来的建设用地急剧扩张导致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影响农

业供给侧结构变动[3]，给粮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4]。在耕

地数量不断减少的形势下，耕地利用集约化可以带来明

显的单位面积产量增加[5-6]，在满足粮食需求刚性增长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7-10]。因此，耕地利用集约化成为中国

在人地矛盾尖锐、粮食安全压力下的最佳选择。然而，

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城镇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化

的关系是怎样的? 在经济“新常态”、农业现代化、新的

消费结构与需求等新形势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化

的良好互动关系已然成为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粮食安全

的关键。 

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化对耕地集约利用

的影响机制[11-12]，城镇化与耕地集约利用的时空差异分析
[13-14]等方面。彭冲等认为新型城镇化对土地集约利用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1]；朱莉芬等以中国东部 14 省（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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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实证了城镇化对耕地的影响，认为总体经济增长是影

响耕地变化的主要因素，城镇化对耕地减少起到一些缓

解的作用[15]。然而，郭丽英等通过对环渤海地区耕地变

化动态特征的定量分析，发现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

耕地非农化及其利用非粮化呈现加剧趋势[16]。此外，有

研究表明城镇化与化肥的使用强度呈正相关，城镇化带

来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使用增加，产生了一系列负面环

境效应[17-19]。可见，城镇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化之间不一

定是必然的因果关系。然而，关于两者动态响应关系的

机理剖析与量化研究仍相对较少，有必要在明确二者互

馈机制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的系统分析，为解析新型城镇

化背景下的土地利用问题、推动五化协同提供科学依据。 

安徽省地跨长江、淮河南北，是中国中部的农业大

省，属于典型的传统农区。近年来，安徽经济快速增长、

城镇化快速发展，城镇人口的比例从 1998 年的 22.3%增

加到 2014 年的 49.2%。作为中国十三个粮食主产区之一，

2014 年全省粮食产量达到 1 399.95 万 t，农业总产值为   

4 223.73 亿元，在全国排名 11 位。但是，同期耕地面积

却减少 6.36 万 hm2，化肥施用量增加 8.46 万 t。可见，伴

随着经济增长与快速城镇化，耕地面积减少、投入快速

增长 2 种形势并存。鉴于此，本文在分析城镇化与耕地

利用集约化相互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以安徽省作为典型

案例区，基于城镇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化的时间序列数据

（1998-2014 年），建立（vector autoregression VAR）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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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两者之间的协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

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安徽省城镇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化的

互馈关系，以期为促进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

展提供科学依据。 

1  城镇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化的相互影响机制 

城镇化通过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

和土地城镇化等方面影响着耕地利用集约化水平的各个

方面[9,17]。人口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

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民人均耕地面积提高，对耕地集约

化过程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

势必导致耕地利用的劳动力投入不足，进而可能通过大

规模的机械化投入替代劳动力，带来集约化结构改变。

经济城镇化则通过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种植

结构的变化影响耕地利用中劳动力、资本的投入及产出

情况。社会城镇化过程中，由于人们生活生产方式的转

变，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势必对传统的经营方式产

生冲击，进而产生耕地集约利用程度与方式的变化。城

乡空间结构变化带来的土地城镇化过程，导致耕地面积

持续减少，进而引致耕地利用方式和集约化水平发生变化。 

耕地利用集约化通过投入强度、利用程度、产出效

果和持续状况等影响城镇化。其中投入强度主要包括化

肥、农药、地膜以及农业机械等物质投入的持续增加，

利用程度包括复种指数和耕地数量，产出效果包括地均

产值和废水废气等排放物，持续状况包括劳均产值和人

均劳动力耕地面积。综合来看，城镇化和耕地利用集约

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复杂互馈关系（图 1）。 
 

 
 

图 1  城镇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化动态响应关系的理论框架 

Fig.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dynamic response of urbanization 
and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fication 

 

城镇化和耕地利用集约化表现为 2 个交织影响的动

态过程，不同的城镇化类型形成不同的集约化格局，二

者呈现对立统一的关系。城镇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化均属

于不同的系统，二者之间进行物质要素与能量的交换与

流动。其中，城镇化从供给和需求 2 方面对耕地利用集

约化有正向促进作用。反之，耕地利用集约化为城镇化

的健康发展提供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同时，不同形态

类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化在运行方式和动力机制等

方面达到一种动态平衡，促进城镇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化

的协同发展，最终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

可持续发展。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模型选择 

向量自回归模型简称 VAR（vector autoregression）模

型，主要用来捕捉动态随机扰动对变量的影响，解释每

个变量基于自身的滞后和其他变量的滞后情况[20-21]。基

于时间序列的 VAR 模型，假设变量的时间序列是稳定的，

但非平稳序列可能会产生虚假回归现象。所以，需先对

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原始时间序列并不是静

止的，应该做协整检验来确定一个时间序列是否运行平

衡。与此同时，利用 Granger 因果检验来考察内生变量之

间因果关系的方向。由于 Granger 因果检验的任何一种检

验结果都和滞后期的选择有关，因此通常对不同的滞后

长度进行试验。 

VAR 模型的数学公式： 

 Yt = Φ1Yt–1+…+Φp Yt–p+HXt+Ɛt   （1） 

式中 Yt是 k 维内生变量列向量，Xt是 d 维外生变量列向

量，P 是滞后阶数，T 是样本个数。KK 维矩阵 Φ1,…,Φp

和 kd 维矩阵 H 是待估计的系数矩阵。Ɛt是 k 维扰动列

向量，它们相互之间可以同期相关，但不与自己的滞后

值相关且不与等式右边的变量相关，假设是 Ɛt的协方差

矩阵，是一个（kk）的正定矩阵。 
2.1.2  变量说明 

城镇化水平的测度方法多样，有的以单一的城镇人

口比例或非农业人口比例来衡量城镇化水平，有的从经

济、社会、环境、土地等方面选择多项指标进行综合测

度[22-23]。本文选择城镇人口比例、二三产业比例、土地

城镇化作为城镇化的表征指标（表 1）。耕地集约利用实

质上是增加单位耕地面积的劳动和资本投入以期获得更

多经济产出的过程[24-27]。概括而言，耕地集约利用的测

度主要有 3 种方式：1）使用复种指数衡量耕地集约利用

水平[28]；2）从单位耕地面积的产出测度耕地集约利用水

平[29]；3）从投入强度、利用程度和利用效率等方面构建

指标体系测度耕地集约利用水平[28,30]。复种指数是指农作

物播种总面积与耕地面积的比值。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差

异，不同区域的作物结构有相当大的变化。同样的粮食

产量，但作物构成在中国南、北方之间却截然不同。而

种植频率提供了一个利用相对标准来衡量整体土地利用

强度的方式，因此本文将复种指数作为测度耕地利用集

约化的一个指标。其次，分别选择化肥、农业机械总动

力两个投入指标代表增产性投入和省工性投入（表 1）。 

2.2  数据来源 

本文相关数据均是安徽省 1998—2014 年省级尺度的

数据。其中，所涉及的基础数据主要有城镇人口、总人

口、GDP、二三产业 GDP、城镇建成区面积、复种指数、

化肥施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等，均来自安徽省统计年

鉴（1999–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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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VAR 模型中变量说明 
Table 1  Variables declaration in VAR model 

变量 
Variables 

代码 
Code 

内涵说明 
Declaration 

单位
Unit

城镇人 
口比例 

UP(urban population) 
城镇人口占总 
人口的比例 

%

二三产 
业比例 

STP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proportion) 
二三产业产值占 

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

城镇化 
Urban- 
ization 

土地城 
镇化 

LU (land urbanization) 人均建成区面积 hm2

复种指数 CI (cropping index) 
=全年农作物播种 
总面积/耕地面积 

%

化肥投入 
CUI (chemical fertilizer  

use intensity) 
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 kg

集约 
化 
Inten- 
sific- 
ation 农业机 

械总动力 
TPAM (total power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单位面积耕地的农 
业机械总动力 

kW

3  结果与分析 

3.1  单根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现象的发生，需要首先对时间序列进

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本文采用 ADF
检验时间序列 UP、STP、LU、TE、PA、CUI、TPAM 的

平稳性。从检验结果来看（表 2），UP 的 ADF 检验值为

0.898，分别大于 1%显著水平下临界值–3.959、5%显著水

平下临界值–3.081 以及 10%显著水平下临界值–2.681，说
明该序列不稳定。对 UP 进行二阶差分后，即 D（UP）
的 ADF 检验值为–4.219，分别小于 1%、5%、10%显著

水平下的临界值–4.122、–3.145、–2.714，说明该序列为

平稳序列。STP、LU 的 ADF 检验值均大于 5%、10%的

显著性水平上的临界值，说明 STP 和 LU 序列是平稳的。

同理，CI、CUI 和 TPAM 是非平稳的，分别对 CI 一阶差

分，CUI 和 TPAM 二阶差分后，原假设分别在 1%、10%、

1%的显著性水平上被拒绝，即序列是平稳的。 
 

表 2  变量序列单位根检验（ADF）结果 
Table 2  Variables sequence of unit root test results (ADF) 

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Critical values at each 

significant level 
变量 

Variables 
检验类型 
Test type 

ADF 
检验值 

ADF 
statistic 1% 5% 10% 

结果
Result 

UP (C, 0, 0) 0.898 –3.959 –3.081 –2.681 不平稳 

D (UP) (C, 0, 2) –4.219 –4.122 –3.145 –2.714 平稳***

STP (C, 0, 0) –3.640 –4.004 –3.099 –2.690 平稳** 

D (STP) (C, T, 0) –6.004 –4.992 –3.875 –3.388 平稳***

LU (C, T, 0) –3.952 –4.992 –3.875 –3.388 平稳** 

D (LU) (C, 0, 0) –4.189 –4.122 –3.145 –2.714 平稳***

CI (C, T, 0) –0.941 –4.800 –3.791 –3.342 不平稳 

D (CI) (C, T, 1) –5.490 –5.295 –4.008 –3.461 平稳***

CUI (C, T, 0) –2.471 –4.886 –3.829 –3.363 不平稳 

D (CUI) (0, 0, 2) –1.942 –2.755 –1.971 –1.604 平稳* 

TPAM (C, T, 0) –1.737 –4.728 –3.760 –3.325 不平稳 

D (TPAM) (C, 0, 2) –5.962 –4.058 –3.120 –2.701 平稳***

注：（1）***、**、*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2）D（UP）
为 UP 的差分变量，下同；（3）在检验类型列，C（Constant）代表检验模型

中含有常数项；T（Trend）代表检验模型中含有趋势变量；T 后的数字是检

验模型中的滞后阶数。 
Note: (1)***、**、*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1%, 5%，10% levels. (2) 
The D(UP) represents the difference variable of UP in the variable cell column. 
(3) In test type, C represents the constant in test mode, T represents the trend in 
test mode, the number behind T represents lag order in the test mode. 

3.2  Johansen 协整检验 

若多个非平稳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能构成平稳的时

间序列，则称这些非平稳时间序列是协整的，从而说明

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本文用 Johansen 协

整检验方法，首先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根据赤

池信息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与施瓦

茨准则（Schwarz criterion，SC），AIC 和 SC 的值越小，

模型拟合效果越好。AIC 与 SC 值在滞后 3 期的值较小，

拟合效果较好；选择不同检验类型进行协整估计，得到

协整检验结果（表 3）。从表 3 可见，各变量之间协整检

验的 P 值均在 5%的显著水平，即在 95%的置信度下存在

一个协整方程，说明城镇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化之间存在

协整关系，即城镇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化之间存在长期的

均衡关系，具有长期的一致性。 
 

表 3  协整检验结果 
Table 3  Result of co-integration test 

变量关系 
Variable 

relationship 

检验类型 
Test type 

P 值 
Value of P 

协整关系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UP-CI (C, 0, 0) 0.029** 存在 

UP-CUI (C, 0, 2) 0.002** 存在 

UP-TPAM (C, 0, 2) 0.002** 存在 

STP-CI (C, T, 1) 0.009** 存在 

STP-CUI (0, 0, 2) 0.003** 存在 

STP-TPAM (0, 0, 2) 0.030** 存在 

LU-CI (C, T, 0) 0.002** 存在 

LU-CUI (0, 0, 0) 0.049** 存在 

LU-TPAM (C, T, 2) 0.016** 存在 

注：（1）**表示在 5%的水平下显著；（2）检验类型中，C（Constant）代表

检验模型中含有常数项，T（Trend）代表检验模型中含有趋势变量，T 后的

数字是检验模型中的滞后阶数。 
Note: (1)**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5% levels. (2) In test type, C  
represents the constant in test mode, T represents the trend in test mode, the 
number behind T represents lag order in the test mode. 

 
3.3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通过初步建立 VAR 模型已经确定城镇化与耕地利用

集约化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下面采用 Granger 检验进

一步探明城镇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化的传导关系。 

由表 4 可见，原假设“UP 不是 CI 的格兰杰原因”，

滞后 3 期与 2 期的 P 值为 0.032、0.033，均小于 0.05，协

整检验中 AIC 的值在滞后 3 期最小，即拟合效果最好，

因此，在 5%的显著水平下，滞后 3 期，原假设不成立，

即 UP 是 CI 的格兰杰原因；同理，原假设“CI 不是 UP

的格兰杰原因”未被拒绝，说明 UP 和 CI 的因果关系是

单向的。UP 和 CUI 在滞后 4 期，10%的显著水平下，存

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即 UP 是 CUI 的格兰杰原因。滞后 1

期，10%的显著水平下，UP 是 TPAM 的格兰杰原因。假

设 STP 不是 CI 的格兰杰原因，在滞后期 2，P 值为是

0.039，在 5%显著水平下，STP 是 CI 的格兰杰原因，但

CI 不是 STP 的格兰杰原因。STP 和 CUI、TPAM 之间不

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滞后 3 期，10%的显著水平下，



第 12 期 吴  红等：安徽省城镇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化的动态响应关系 

 

265 

CI 是 LU 的格兰杰原因。滞后 4 期，5%的显著水平下，

LU 是 CUI 的格兰杰原因。滞后 2 期，10%的显著水平下，

LU 是 TPAM 的格兰杰原因。总体来看，UP 和 TPAM、

LU 和 TPAM、UP 和 CI、STP 和 CI、UP 和 CUI、LU 和

CUI 之间均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即表明城镇化会影响

耕地利用集约化，耕地利用集约化也会反作用于城镇化。 
 

表 4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Table 4  The result of Granger causality test 

原假设 
Original hypothesis 

统计检验
Statistical 

tests 

滞后 1
期 Lag 
stage 1

滞后 2 
期 Lag 
stage 2 

滞后 3 
期 Lag 
stage 3 

滞后 4
期 Lag 
stage 4

F 统计量 0.266 5.123 5.871 0.114 UP 不是 CI 的 
格兰杰原因 P 值 0.615 0.033 0.032** 0.969 

F 统计量 4.547 1.177 1.191 2.247 CI 不是 UP 的 
格兰杰原因 P 值 0.054 0.352 0.390 0.266 

F 统计量 1.246 0.822 2.636 8.540 UP 不是 CUI 的 
格兰杰原因 P 值 0.286 0.470 0.144 0.055*

F 统计量 0.345 0.533 0.278 0.394 CUI 不是 UP 的 
格兰杰原因 P 值 0.568 0.604 0.839 0.805 

F 统计量 3.867 1.601 1.141 2.018 UP 不是 TPAM 的 
格兰杰原因 P 值 0.073* 0.254 0.406 0.295 

F 统计量 1.361 1.110 1.012 0.772 TPAM 不是 UP 的 
格兰杰原因 P 值 0.266 0. 371 0.450 0.609 

F 统计量 2.609 4.753 0.850 1.086 STP 不是 CI 的 
格兰杰原因 P 值 0.930 0.039** 0.515 0.493 

F 统计量 0.008 0.240 1.037 2.433 CI 不是 STP 的 
格兰杰原因 P 值 2.609 0.791 0.441 0.246 

F 统计量 2.418 1.591 1.259 0.294 STP 不是 CUI 的 
格兰杰原因 P 值 0.146 0.256 0.369 0.866 

F 统计量 0.012 0.458 0.342 2.849 CUI 不是 STP 的 
格兰杰原因 P 值 0.913 0.646 0.796 0.208 

F 统计量 0.007 0.020 0.026 0.080 STP 不是 TPAM 的 
格兰杰原因 P 值 0.993 0.980 0.994 0.983 

F 统计量 1.986 1.289 1.484 3.176 TPAM 不是 STP 的 
格兰杰原因 P 值 0.184 0.322 0.311 0.866 

F 统计量 2.495 1.262 0.423 0.673 LU 不是 CI 的 
格兰杰原因 P 值 0.140 0.329 0.743 0.654 

F 统计量 0.108 1.568 3.438 1.450 CI 不是 LU 的 
格兰杰原因 P 值 0.748 0.261 0.093* 0.396 

F 统计量 0.561 1.610 1.662 15.175 LU 不是 CUI 的 
格兰杰原因 P 值 0.468 0.253 0.273 0.025**

F 统计量 2.049 0.264 1.506 2.260 CUI 不是 LU 的 
格兰杰原因 P 值 0.178 0.774 0.306 0.265 

F 统计量 3.540 3.894 2.134 1.317 LU 不是 TPAM 的 
格兰杰原因 P 值 0.084 0.061* 0.197 0.428 

F 统计量 0.521 0.674 1.215 1.072 TPAM 不是 LU 的 
格兰杰原因 P 值 0.484 0.534 0.382 0.497 

注：**、*分别表示在 5%、10%的水平下显著。 
Note: **、*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5%,10% levels. 
 

3.4  脉冲响应函数 

进一步对建立的 VAR 模型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图

2。图 2 中，横坐标表示滞后期，纵坐标表示各变量响应

的根模的倒数，圆点为方程的特征根。对于 VAR 模型而

言，所有根模的倒数小于 1，即方程的特征根位于单位圆

内，则该模型是稳定的。因此，通过图 2 可以判定所建

的 VAR 模型是稳定的，可进一步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脉

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用来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由误差项所

带来冲击的反应，即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大小的

冲击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产生的影响程度。 

 
 

图 2  VAR 模型稳定性检验结果 

Fig.2  Result of VAR model stability test  
 

图 3 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纵轴表示被

解释变量的变化响应程度。蓝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两

侧红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即该图表示给解释

变量一个冲击后，被解释变量的变化。从图 3a 可以看出，

CI 对 UP 的冲击中前 5 期为负值，第 6 期既有正值又有

负值，在前期城镇人口比例的冲击引起复种指数的负响

应，减小到-0.019，但它上升到大约 0 后冲击趋于平稳，

主要是因为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迁移可能导致撂荒、减

少种植面积等，导致复种指数减小。图 3b 显示了 CI 对

STP 的冲击，复种指数对二三产业比例的影响为一次性

正面冲击；二三产业比例对复种指数的积极响应，峰值

为第 4 期的 0.006，之后，反应减弱。可见，二三产业比

例的增加表示着非农经济的快速发展，往往带来耕地面

积的快速减少，在总的播种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复种指

数增大。图 3c 显示了 CI 对 LU 的冲击，土地城镇化对复

种指数冲击的积极响应，响应峰值为第 4 期的 0.015，之

后，反应减弱并趋于 0。由此表明，人均建成区面积的增

加使耕地面积减少，在总的播种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复

种指数增大。图 3d 为 CI 对 CI 的冲击，在最初的冲击之

后，响应峰值为第 2 期的 0.036，之后的 8 个时期复种指

数的积极作用强度逐渐减弱。这表明，复种指数的强度

不断增长的势头在早期，后期其强度逐渐减缓。 
图 3e 为 CUI 对 UP 的冲击，在前 2 个时期，城镇人

口比例对化肥投入强度的冲击产生负响应，峰值为第 2
期的-0.101，之后上升到 1 后逐渐趋于平缓。主要是农村

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城镇人口比例增加，农村劳动力

减少，势必通过增加化肥投入来增加农作物产量。图 3f
为 CUI 对 STP 的冲击，在前 2 个时期，二、三产业比例

对化肥投入强度的冲击产生负响应，峰值为第 2 期的

-0.802。第 3、4 期化肥投入对二、三产业比例是正向冲

击，之后维持在 0.50 的平稳状态。这表明，在前期城镇

人口比例增加使化肥投入强度增加，但是后期由于生产

成本上升对农户额外的压力，所以他们选择降低化肥的

使用。图 3g 为 CUI 对 LU 的冲击，在前 2 个时期，城镇

人口比例对土地城镇化产生负响应逐渐增强，峰值为第 2
期的-3.7，之后减弱为 3 并趋于平稳。图 3h 为 CUI 对 CUI
的冲击，在最初的冲击之后，响应峰值为第 1 期的 7.4，
之后减小到第 2 期的 5.4，然后上升到第 3 期的 5.8，后 7
个时期化肥投入强度逐渐减弱。这表明，在早期化肥投

入强度先增加后减小，后期其强度逐渐减缓并趋于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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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脉冲响应分析 

Fig.3  Analysis of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图 3i 中 TPAM 对 UP 为正向冲击，即城镇人口比例对

农业机械总动力产生积极响应。前 4 期的冲击逐渐增强

到峰值 0.041 后趋于平缓，主要是由于城镇人口比例的增

加，在农业生产中会通过增加农业机械总动力的投入来

替代农村劳动力的投入。图 3j 中 TPAM 对 STP 的冲击为

负向冲击，二、三产业比例对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响应并

不明显，在整个时期内仅变化了 0.053。随着二、三产业

比例的增加，农业机械的加工与制造更加完善，同时，

部分农户转变就业方式，农村劳动力数量相对减少，因

此会选择增加农业机械的投入。图 3k 中 TPAM 对 LU 的

冲击为负向冲击，土地城镇化对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冲击

产生负向的响应，人均建成区面积的增加造成耕地面积

的减少，农业生产中通过增加农业机械的投入来增加产

量。图 3l 为 TPAM 对 TPAM 的冲击，最初的冲击之后，

在第 2 期达到一个最低峰值 0.133，之后，土地城镇化对

自身的积极响应在 0.144 上趋于平稳。这表明，在早期土

地城镇化的响应先减小，后期逐渐减缓并趋于平稳。依

据图 3 的脉冲响应分析，得出城镇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化

的动态响应关系演化，具体见表 5。 
 

表 5  城镇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化的动态响应关系演化 
Table 5  Dynamic respo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intensive use of cultivated land 

变量单元 
Variable cell 

响应方向 
Response 
direction 

变化趋势 
Variation trend 

复种指数（CI） 
城镇人口 
比例（UP） 

+    – 
先增加后减小到零，

后增加并平稳 

复种指数（CI） 
二三产业 

比例（STP） 
+    + 先增加后平稳 

复种指数（CI）  土地城镇化（LU） +    + 先增加后减小 

化肥投入（CUI）
城镇人口 

比例（UP） 
+    + 先增加后平稳 

化肥投入（CUI）
二 三 产 业 比 例

（STP） 
–    + 

先增加再减小到零，

后增加并平稳 

化肥投入（CUI） 土地城镇化（LU） –    – 先增加后平稳 

农业机械总动

力（TPAM） 


城镇人口 
比例（UP） 

+    + 先增加后平稳 

农业机械总 
动力（TPAM）


二 三 产 业 比 例

（STP） 
–     – 增加 

农业机械总 
动力（TPAM）

 土地城镇化（LU） –     – 增加 

 

3.5  方差分解 

在 VAR 模型的基础上，进行预测方差分解，进一步

分析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脉冲响应函数是分析当一

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模型受到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

响，而方差分解描述的是 VAR 模型中各变量的冲击对系

统变量动态变化的相对重要性。由图 4a-d 可以看出，首

先，城镇人口比例、二三产业比例、土地城镇化的冲击

对复种指数解释的水平不同。结果表明，复种指数预测

误差方差受自身冲击而影响较大，解释水平基本保持在

86.2%左右，城镇人口比例缓慢上升到第 5 期后达到

14.4%，二三产业比例的贡献率在第 7 期之后达到 10.4%，

后期趋于平稳。与此同时，土地城镇化的贡献率在第 9
期达到 15.6%。其次，城镇人口比例、二三产业比例、土

地城镇化对化肥投入冲击的贡献率不同（图 4e-h）。化肥

投入强度的贡献率为 77.7%，城镇人口比例持续上升到第

10 期后达到 12.1%，二三产业的比例基本保持在 1.2%的

贡献不变，土地城镇化的贡献率在第 4 期达到 22.3%后趋

于平稳。此外，城镇人口比例、二三产业比例、土地城

镇化对农业机械总动力冲击的贡献率差异较大（图 4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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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总动力对自己的冲击的贡献率为 78.4%，城镇人

口比例持续上升到第 10 期后达到 20.3%，二三产业比例

的贡献率在第 7 期之后达到 2.4%，后期不变。相比较而

言，土地城镇化的贡献率最大，且呈不断增加的趋势，

在第 10 期达到 66.3%。总体来看，方差分析和脉冲响应

分析的具有一致性。 
 

 
 

图 4  方差分解 

Fig.4  Analysis of the variance decomposition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  论 

本文选择城镇人口比例、二三产业比例及人均建成

区面积分别代表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及土地城镇化，

选择复种指数、化肥投入和农业机械总动力综合表征耕

地利用集约化水平，基于 VAR 模型分析城镇化与耕地利

用集约化之间的动态响应关系，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复种指数对城镇人口比例冲击的响应有正向和负

向，对二三产业比例和土地城镇化产生负向响应并呈先

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复种指数预测误差方差解释自己的

冲击的贡献率高达 86.2%，但对城镇人口比例、二三产业

比例和土地城镇化的贡献均相对较小，分别为 14.4%、

10.4%、15.6%。 
2）化肥投入对城镇人口比例的冲击产生正向的响

应，且在前期积极回应，后期趋于平稳；对二三产业比

例有正向和负向响应，反应强度先增加后减少；对土地

城镇化产生先增加后趋于平稳的响应。化肥投入的方差

分解解释了 10 年期间自己的冲击的贡献达 77.7%，城镇

人口比例的贡献度为 12.1%，土地城镇化的贡献率相对较

大，并在第 4 期达到 22.3%，对二三产业比例冲击的解释

水平最低，为 1.2%。 
3）农业机械总动力对城镇人口比例的冲击呈现先增

加后趋于平稳的正向响应，但对二三产业比例和土地城

镇化的响应是相反的，其中，二三产业比例对农业机械

总动力的负向冲击是呈逐渐增加趋势的，而土地城镇化

的冲击是先快速增加后缓慢增加的。农业机械总动力对

自己的冲击的贡献率为 78.4%，土地城镇化对农业机械总

动力的冲击的贡献率高达 65.1%，城镇人口比例的贡献率

持续上升到第 10 期后达到 20.3%，而二三产业比例的贡

献率为 2.4%。土地城镇化对耕地利用集约化的影响更为

显著，贡献率达 66.3%。 
4）综合来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化之间呈现短

期内正向和负向的动态响应，长期趋于均衡的趋势。耕

地利用集约化与城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程度存在明

显差异，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耕地利用集约化有较大正

向推动作用，但耕地利用集约化对城镇化影响程度相对

较低。 
4.2  讨  论  

本文探索性的分析了区域城镇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化

之间的动态响应关系，对推动耕地利用集约化动态过程

与效应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在二者关系内涵的理

解以及实证结果分析的深化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尤其是在新型城镇化、“五化同步”、耕地保护、土地整

治等诸多国家战略实施下，有待通过进一步的研究继续

完善。在考察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未

来可能需重点回答下列科学问题：1）解析新型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背景下耕地利用集约化对城镇化的响应机

制。耕地利用集约化与城镇化之间存在复杂的耦合关系，

如何从影响城镇化的众多机制中把二者的相互影响分离

出来，进一步深入研究城镇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化耦合响

应，是未来研究的核心问题。2）揭示耕地利用的集约化

与城镇化的响应过程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反馈机制。

在深入研究城镇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化耦合响应的基础

上，如何评价二者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产生的影响，如

何定量评估不同环境条件和空间尺度的耕地利用集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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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可持续性，实现耕地利用的可持续

集约化和绿色城镇化，亟需重点关注。3）由于土地城镇

化对耕地利用集约化的影响更为显著，城镇化进程中应

尽量减少土地城镇化，避免其造成耕地的过度流失，否

则即使耕地利用集约化程度再高，也无法弥补因耕地流

失造成的粮食安全的缺口，对粮食安全、农业现代化及

新型城镇化的实现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有待选取适

宜尺度、典型区域，构建城镇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化研究

体系，进一步探索二者之间演化的过程、格局、效应和

趋势，提出促进新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可持续集约化协

同发展的典型模式和特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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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respo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fication in 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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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 use issu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has attracted serious attention in the land 
management discipline. The research is focusing on analyzing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ization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use of cultivated land and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Firstly, the research established a theoretic framework of dynamic respo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fication based on Anhui Province, which is a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rea. The research built up a 
vector autoregression (VAR) model with the data from 1998 to 2014 in terms of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nd use. 
And the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fication is verified by taking 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analysis, and finally the dynamic response relationship of urbanization and 
intensific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is elabor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the multiple cropping index has significant 
response to the impact of urban population proportion, in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and the contribution rate is 14.4%. 
It has negative response to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propor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to 
non-agricultural land, and the response effect has a volatility change in time series that increases in the early stage and declines 
later. The contribution rate is 10.4% and 15.6% accordingly. Second, the intensity of chemical fertilizer use has a positive 
response to the impact of urban population proportion and a contribution rate of 12.1%. However, the intensity of chemical 
fertilizer use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sponse to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proportion, and the intensity rises 
and then decreases and the construal level is 1.2%. Regar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to non-agricultural land, 
the response is negative and the response is going up in the early stage and then keeps stable and the contribution rate is 22.3%. 
Third, the total power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hows a positive response to urban population proportion with a trend of 
increasing first and remaining stable later on. The contribution rate is 20.3%. However, the construal level is 2.4% with a 
negative response to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proportion. It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to non-agricultural land and the contribution rate is 66.3%. In general,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intensive use of cultivated land have very obvious inter-influence for each other. The outcome of this research shows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ization level actively promotes the intensive use of cultivated land to some extent. However, the 
inter-influence between them is not a simple linear relation, i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was too fast; it would go against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intensive use of cultivated land, and even lead to the extensive use of cultivated land. The outcome of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intensive use of cultivated land has an impact on urbanization, whereas, the impact is relatively low,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intensive use of cultivated land can facilitate th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to some extent. 
Keywords: land use; consolidation; models; urbanization;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fication; 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